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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守卫的任务。他们告诉了我许多在莫阿克生存总部巡逻所需要的安全措施，并且要我保护这 400

个与会者不受窥探和监视。 

这里有武装的雅利安人和三 K 党。以理智、爱国精神和上帝的名义，他们极力批判国债、种

族解放、发给小农场主的经济援助、种族灭绝。与会者讨论了这些内容：热狗、畅销商品、突击

队的小刀、圣经、山羊奶粉、癌症的自然疗法。人们大致浏览一下，美元就易主了。 

我们有四个人被安排在晚上看守大门。在夜色里，我们指挥着迟到者的交通，检查他们的通

行证并向里面通报。露营地安顿下来了。讨论转向传统的生存主义者的话题。首先是枪，他们一

个接一个地把枪从隐蔽的枪套里取出。“我的在车里”，我撒谎说。然后由于我们大致是没有特殊

目的的陌生人，我们开始讲故事，以再次确定我们的敌人、重申我们的守则。我们围着一小堆篝

火站着，听着从主会场传来的遥远的祷告和演说。我们的故事是按顺时针方向进行的。站在十二

点钟位置上的人谈到经常出现在他家所在社区附近的一个公共花园里的同性恋，问在“将来”应

该对他们做点什么。他的建议包括锁链、绞刑架和绑在身体上的带有长保险丝的炸药。请理解这

些建议，这既不是吹牛也不意味着过分的残酷，而是一个合理的提议。我们都面临着“同性恋”

问题，不是吗？社会应该是“干净”的，不是吗？我们点头表示严肃的同意。站在三点钟位置上

的人思考了一阵，然后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关于夜晚和练习步枪的解决方法。“好主意”，我们轻声

支持。站在六点钟位置上的人说到在做完兽医手术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劳动力，我们都笑

了。几辆汽车通过了大门。夜越发宁静了。现在轮到站在九点钟位置上的人，也就是我，我也讲

了一个故事。 

在我开始讲故事时，一个新来的人加入了我们。他听完我的想法并且赞同，做了自我介绍，

然后告诉我一些并非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关于计划的制定，即将采取的行动。他说他们可以用象

我这样的人，并且告诉我做好参加的准备。我真诚地接受了他，其他人也是如此。他是美国联邦

调查局“十大通缉犯”名单上的人。 

假如有不带感情地参与这种活动的研究者，我不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也不希望是。我所希望

的是有一天能够忘记，忘记这些清晰的声音，我自己的话，站九点钟位置上的人所讲的故事。 

他或她不再远离行动、对话，而是不可避免地被牵连到其中。伯格森所说的挑战来临了。这

些社会学家被列入坎姆斯的（1942/1945）的名单中：艺术家、作家、戏剧家、和其他的文化解释

者，他们发现，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定义与他们定义他们的工作一样的多。最后并且最根本的是，

人种学家应该明白：在意义重大的行动中，外表和内心之间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译文选载】 

男性主导情境中的女性研究者 
                ——短期研究与长期研究 

 

琼·内夫·格妮（Joan Neff Gurney） 

石  鑫 译 

 

关于进入田野和被当地人接受的过程已有很多著述。显然，进入研究点是每个田野调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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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步骤；如果研究者不能进入一个环境，他或她就做不了多少研究。一旦进入，研究者就面临着

双重的问题——如何保持与当地人的亲善关系，这包括根据他们的喜好做调整和适应，同时尽力

搜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往往对搜集数据最有利的行动（如刺探，激励，窥探）会与同当地人保持

良好关系发生冲突。当田野工作者面临搜集数据与保持关系的选择时，他能否做出正确决定对研

究的持续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然而正如任何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所知，在某一位置的人永远不

会确信什么是正确的决定，除非事过境迁，而那对挽救数据或亲善关系（或两者）都为时已晚。 

尽管进入环境和建立关系对所有的研究者都很关键，但当研究者的个人特征与被研究群体不

一致时，这种努力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学家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总是在研究自己事先没

有经验过的文化，并与种族、阶级、规范、价值观以及信仰与自己不同的人打交道。然而，即使

研究对象就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研究者也可能在进入环境和建立关系时遭遇未期的困难，因为

他们与被观察被访问者之间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一点就是性别的差异。尽管今

天有很多田野工作领域是两种性别都有的，但仍有一些领域是由一种性别统治着的。对一个主要

构成是与自己相反性别的群体感兴趣的研究者，试图获得这些成员的尊重、信任和合作时，可能

会遇到尴尬的情形。 

在别的地方我曾注意到，很多关于田野工作的教科书把研究者假设为“任何人“，忽视了性

别可能对于田野调查的影响。考虑到过去 15 年来性别对我自己研究的影响，我总结认为，这种

影响因对特定田野环境的研究时间的长短而明显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这与研究者的研究是长期还

是短期并因此导致的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有关。因此在讨论性别影响时，我将从对长期和短期的田

野工作的区别的分析谈起。然后我将描述在这两种研究中，我的那些与性别及其对获得进入和保

持亲善关系的影响有关的经历。我的大多数讨论将集中于当一个女性研究者试图在一个男性主导

的环境中进行研究时遇到的两难困境。 

 

短期田野工作与长期田野工作 

 

短期田野研究指在任何地方做的从几分钟到几天的研究。另一方面，长期田野工作指在一个

地方呆很长时间，如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很显然，田野工作者与当地人形成的关系受他们一起度过时间的长短的影响。在短期研究中，

研究者很快的进入并推出一个环境。主宾关系停留在初级或次级水平上。因为作为短期接触的结

果，他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全部集中在手头的问题上。这种关系没有时间发生改变或深化。田野工

作者和当地人很少有时间抓住对方的个性特征。相形之下，长期研究涉及了更多，不仅有时间，

还有研究者与当地人双方的自我。此外，随着时间他们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对双方都是很重

要的因素。开始时双方的怀疑和焦虑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超越礼节和细节会变的缓和或加剧。 

 

性别对短期田野研究的影响 

 

获得进入权在短期和长期研究中都是个问题，尽管问题的性质有所差别。在短期研究中，对

被研究者的环境的进入比较短暂，因此他们对参与研究可能较少勉强，因为这在他们一方并不介

入太多时间。另一方面，被访者不会很信任一个某天来到他的门口进行研究，几个小时后就离开

并从此消失的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性研究者是有优势的，尤其是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

因为女性比起男性来通常被认为是热心并较少威胁的（Weits, 1976）。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女性

可能不象男性那样被认真对待。这就对女性研究者在短期研究中获得的资料的有效性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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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男性主导环境中的女性田野工作者就象一把双刃剑。她可能更容易进入环境，但也可能会

威胁到获得有效和可信数据的研究目标。 

幸运的是，做短期研究的女性对克服这些潜在的劣势并非束手无策。对于不被认真对待，有

很多方法可以采用。最主要的一点是强调外表呈现和可信度。例如，我的短期研究大部分在被某

种专家主导的职业领域（如法官、心理医生和医院行政人员）。当进入这些环境时，我尽可能打

扮的职业化。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如果可能的话，是西服（当然，以一个硕士生的薪水还很难

做到“穿着决定成功”）。携带各种证件也可以维持女研究者的形象。这些证件可以是身份证、名

片，或当地人认识、尊重或当作权威的人所开的介绍信。作为一个做有关灾难研究的硕士生，我

背了一个黑色维尼纶面的包，上面印有我代表的研究中心所在学院的徽章。我还带了一封这个中

心的主任开具的正式介绍信。我几乎不需要出示这封信，大部分当地人就相信了我所说的是这个

中心的合法代表的话。 

做这个灾难研究的时候（70 年代中期），我察觉到了性别主义的问题，并把自己当成一个女

权主义者。不过，我当时还不象现在这样对性别主义的态度和信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并强化制度

性性别歧视的各种微妙关节有敏感的认识。在与各种男性被访者进行的几百次深度访谈的情境

中，我从未认真考虑过我的性别对我与被访者建立亲善关系和搜集数据的影响。尽管当时我是 20

多岁，还没结婚，我记不起曾经因为性别原因与被访者发生过问题。当然，一些男性被访者比另

一些更友好、好客或愿意合作，但我从不认为他们在研究环境这对我的行为可能是受到了我的性

别的严重影响。事实上，我遇到的唯一一次真正麻烦，或者说失败的访问是一位女性被访者带来

的。她是一家大型罗马天主教医院的行政人员。这家医院在我研究的灾难中收治了大量伤员。不

管我怎么做，怎么说，她都不允许我采访她的职员。最终我没有得到任何这部分的数据就离开了。

这对我的优越感是个很大的挫败。 

我另一次短期田野调查内容有对少年法庭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包括法官、见习职员和其他

法庭职员。这项调查在大范围内进行，包括城市、乡村，遍及 80 年代中期的东南部的一个州。

那时我 30 多岁，已经结婚，左手戴着一个大个的结婚戒指。我已经有了一次长期田野调查的经

历（下面将讨论到），在那次经历中我感觉到了性别可能对调查结果产生的影响。因此我对这个

因素对这次少年法庭访谈的影响做了较好的协调。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发现我的性别会在研究

过程中成为凸显的问题。我的很多被访者是女性，但很大比例，包括所有的法官，是男性。在与

男性被访者的交往中，我从未感到任何公开的性别主义行为，也没有成为任何男性性骚扰的对象。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唯一一次访谈的困难又是一位女性被访者造成的。 

简而言之，在短期研究中，我的经验是性别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变量。女性研究者如果在外

表上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专业人员，她就几乎不会遇到性别带来的困难。短暂的关系还倾向于缓解

女性研究者在其他场合会遇到的更严重的问题（如性别主义和性骚扰）。可能在短期研究中田野

工作者的确可以是“任何人”。 

 

性别对长期田野研究的影响 

 

70 年代后期，我决定通过对中西部的一个州的一个县检察局（prosecutors' office）的经济犯

罪科的个案研究来研究白领犯罪的诉讼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尽管我当时觉得

已经为这次研究做了充分准备，但现在回顾起来才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如何应对一

个女性研究者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会遇到的挑战是毫无准备的。 

初步进入这个检察院并不十分困难。另一个硕士生已经对这个经济犯罪科正进行的一起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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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案的主要案情做了一些调查。她的论文导师与这个科联系看他们能否再接受一个硕士生去搜

集些数据。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在初步会面介绍了这个调查的情况后，我就可以进入了。 

这个经济犯罪科（ECU）是检察局的一个小部门。它有三名全职律师，一名全职调查员，一

名兼职法律实习生和一名全职秘书。这为秘书是 ECU 中唯一的女性。有趣的是，我在初步建立

关系时遇到的最麻烦的人又是这位女秘书。开始时，我觉得她冷淡、疏远、不友好。我认为她的

否定性态度是由于我必须通过她来找想检阅的一些封缄了的卷宗。她的工作很忙，而我构成了她

职责范围内的额外负担。我呆了几个星期后，她才渐渐有些热情起来。最后她接受了我，我们甚

至建立和很好的关系。 

我对 ECU 的田野调查大部分进展的比较顺利。我被允许可以接触所有我想看的卷宗，也可

以观看检察官们一切可见的工作过程，如会议、审讯、采访等。他们对待我既礼貌又亲切，没有

人对我表示敌意或公开表现出不欢迎我的态度。但当我 10 年后再次审视我的调查笔记时（的确，

我保留了它们），我仍然可以象念咒语一样唤起当时所有的怀疑、忧郁和疑虑的感觉，就象一切

都发生在今天1。 

我的大部分不适和焦虑来自调查的早期阶段，并集中在与主人建立亲善关系的问题上。然而

有些担心一直持续，并成为整个经历中紧张感的根源。有些困难与我的男性主导的环境中的女性

的身份直接相关。一个与性别问题确定无疑有关的例子是一个检查官的性骚扰。他多次试图带我

到他的公寓去，借口是让我用他的电脑。他的一个办法是提供他的电脑让我做数据分析。当这个

手段失败后，他又问我是否能找某个认识的人去他的公寓帮他设计电脑程序来分析一个盗用款项

的案件的银行帐目。我说我不认识这方面的人，但可以帮他在学校贴个广告。他拒绝了这一提议，

并且以后都再未提及。当然，这完全可能不是性骚扰的小伎俩。这位检查官可能会用同样的方法

接近一位男性研究人员。尽管如此，作为女性的我有必要考虑到可能是骚扰的行为，并尽量做出

礼貌而自我保护的反应。 

另一个性别带来的麻烦是他们在我面前做的与性有关的议论、暗示或讲的笑话。大多数情况

下，我都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我没法不认为这些议论或笑话是直接针对我，或至少是想对我产

生某种影响的。这种议论并非天天都有，但一旦发生我就会感到非常困窘。但是我表现的无动于

衷或做出临时的反应使他们看不出我的被侵犯。我觉得对这种事最好表现的消极或温和一点，而

不要当成严肃的问题来对待。我希望不惜几乎一切代价避免一切可能破化与主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的事情2。此外，我对他们允许我看他们的文件和工作过程始终心怀感激，我不想因为严厉指责他

们的性别主义行为而显得不知感恩。 

我在研究 ECU 中的另一个关怀是“不可见”的问题。正如沃伦（1988）观察到的，在一般

组织，尤其是男性主导的组织中，女性常常被放逐到一些不可见的位置上。女性一般占据低层次

的职务，如文件职员、秘书和接待员。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无声无息，不妨碍任何人的进行自己

的工作，但她们可以接触各种信息和组织的所有部门。 

尽管不可见有沃伦所描述的种种好处，它也有不利的地方。一个人很可能由于太不可见而被

人遗忘，以至于错过重要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我研究 ECU 中的一个问题。我经常事先被通知参

加关于正在调查的案件的会议，但等了很久以后，检查官们却把我忘了，以至我错过了这个会议。

于是我想了个办法：当我知道快要开会时，就在检查官办公室开着的门前的走廊随意走动，希望

他们看见我会想起在开会时叫上我。这么做了以后，我被叫去参观的重要机会增加了，错过的机

                                                        
1我不知道是否其他田野工作者多年后回顾他们的旧笔记时也有类似这样“闪回”的经历，但我很想听听那些有

这种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 
2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人能否与在她面前说话不顾分寸的被访者建立真正的亲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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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少了。 

我的不可见还构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男性调查者可能知道更多事情，或可以进入更多领

域，但我不行。在我被允许参加的第一次内部会议上，ECU 的主任告诉职员说我可以在场是因为

他们不会讨论任何敏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参加更多的会议；但我被排除在有关一

起卷入国家官员的政治腐败案的会议之外。后来 ECU 的主任说这件案子的政治敏感度太高，所

以即使它是一件公开的、正在进行的案件我也不能参加任何内部会议。我总在想，如果是一个男

性调查者是否也会被排除在案件之外。在我的想象中，一个男性研究者可以被更好的接受为这个

群体的一部分，他可以去检查官的公寓看他的电脑，还可以在工作后和男人们出去喝几杯。 

当然，我可以花大量毫无建设性的时间去想象如果自己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一切会有多大不

同。我并没有花过多的时间想这个问题，但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是很重要的，哪怕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想让自己更好的认识性别如何影响田野工作这个问题。 

 

结论 
 

最后，如果我能对即将对男性主导环境进行第一次长期田野研究的年轻的女性调查者说几

句，我愿意为她们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我想提醒她们，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外表对与被访者的互动产生的影响。如果调查在一

个专业环境中进行，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环境中的职业女性的穿着特点。第二，在进入环境前，

女性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个环境和其中的男性女性所处的位置。这些预先的了解会增

加女性在这个环境中面对时常出现的困难和障碍时的敏感度。第三，当女性研究者遇到性别主义

行为或性骚扰时，应该考虑敏感并有策略的向负责部门报告。如果可能最好在私下解决问题（显

然，这种办法只有在研究者的人身安全不受明显的威胁时才可行），公开惩罚或批评主人可能只

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心理，使问题更难和平解决。如果私下联系不合适或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可以

找这个环境中已同研究者建立了亲善关系的其他成员，向他询问如何最佳的控制局面。 

最后，女性研究者必须意识到，在这一领域中，性别主义和性骚扰的确会发生。田野调查开

始时就应该作好假设这些情况会发生的准备。实现就有应对这些情况的想法，当事情发生时就可

以轻松处理。 

 

 

【译文选载】 

 

 

设法让人信服的自我呈现 
                        ——关于进入田野的一些个人反思 

 
威廉·沙菲尔（WILLIAM B.SHAFFIR） 

葛  婧 译  于长江 校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对田野实践进行系统化整理的努力（Burgess，1984A：Johnson，1975；

Schatzman&Strauss，1973；Taylor&Bogdan，1984），但我依旧总是被我所从事的田野项目的唯


